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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能促使农户参与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吗*

——兼论中国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效应

刘 海 1 杨 丹 1 刘自敏 1 章 元 2

摘要：乡村善治不仅要关注包容性增长，也要摆脱集体行动困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

格局。本文构建了包容性增长影响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CLDS），采用广义Bonferroni曲线度量包容性增长水平，通过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这一工具变量识别

包容性增长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因果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并从贫困个体、贫困区域和扶贫效果三个

维度探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包容性增长促进了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

体行动。对农户而言，家庭收入越低、成员越多、土地经营面积越大、所在村庄规模越小，包容性增

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促进作用越强。第二，包容性增长可通过提高农户互助水平和人际

信任程度增强村庄动员能力和和谐程度，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第三，精准扶贫政策实施

不仅有利于提高包容性增长水平，还有非经济效应。而且，包容性增长更有利于推动原贫困户、扶贫

区域和扶贫效果好省份的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本文研究提供了包容性增长影响非经济性集体

行动的理论逻辑和微观证据，能为政府制定促进包容性增长和村庄公共事物治理的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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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包容性增长指能促进机会增加和机会平等获得的增长，包括收入公平和收入增长两个核心部分。

*本文是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英才计划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脱贫人群内生发展能力提升研究”（编号：2022YC031）、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论文奖学金项目“收入不平等对农户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机制分析与福利后果研究”（编

号：202321）和西南大学创新研究 2035先导计划（编号：SWUPilotPlan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

出的宝贵修改建议，但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刘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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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能使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参与经济增长过程（Ali and Son，200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①
。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福利的包容性增长，可以有效促进多

元化社会主体围绕公共事物开展集体行动（杜志雄等，2010），通过基于理性的策略互动，实现自主

组织与自主治理（Ostrom，1990）。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

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健全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指能够针对性供给地方性公共品，通过集聚分散农户的力量，为增加集体成员

福利而采取的自愿行动（Molinas，1998）。公共事物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破解“集体行动困境”，

即个体的理性选择与集体的非理性后果的冲突（Ostrom，2005）。在政府和市场之外，通过农户自主

治理方式打破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实现公共事物治理的第三条道路（Ostrom，1990）。中国的精准扶

贫政策不仅有效促进了以公平和增长为特征的包容性增长，还通过包容性增长推动了公共事物治理层

面的集体行动，对农村治理格局产生了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双重影响
②
。

自 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开始，中国逐步消灭了农村的绝对贫困。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论证了精准

扶贫政策实施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认为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不仅对中国摆脱绝对贫困起到重要甚至决

定性的作用，也对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

产生的间接效应可能超越了贫困户脱贫本身的经济意义，因此，对其非经济效应的评估也需要拓展，

以便更加全面地总结该政策对中国农村发展的重大意义。从经济效应看：一方面，对不同致贫原因的

贫困人口实施差异化的帮扶措施，有助于帮助其拓展自生能力（陈斌开和李银银，2020），通过促进

机会公平降低农户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Aoyagi andGanelli，2015）；另一方面，扶贫资金的精准投放，

可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尹志超和郭沛瑶，2021），促进农户收入的增长。从非经济效应

看：一方面，精准扶贫过程中形成的贫困治理机制（李实，2021），极大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环境状况，

起到了培养贫困人口能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地位等间接的非经济效应（Zhang et al.，2022）；

另一方面，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形成的观念革新（黄薇和曹杨，2022），在促进传统文化传承、自然环

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乡风文明建设等多个方面也体现了一定的非经济效应（胡原等，2022）。

从农村现实情况看，目前负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行政部门并没有深入到村一级。村委会是基层

①
参见《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的“三个规律”的实践思考》，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09/c_12737

3325.htm。
②
从定义上看，经济效应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对贫困地区产生的增收减贫效果，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户生计改善等方面

产生的经济带动作用（尹志超和郭沛瑶，2021）。实现经济效应是该政策的直接效应和推行的初衷。非经济效应是精准

扶贫政策实施对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基层公共治理、农户价值观念革新等多个方面产生的非经济性

效果（Zhang et al.，2022）。这是政策推行带来的正外部性。二者是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对农村影响同一个方面的两个不

同维度，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重要体现。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经济效应聚焦于脱贫增收等直接经济后果，非

经济效应则聚焦于推动农村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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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正式机构，村社组织在失去土地调整权和税费收入后，经济实力大为削弱，在公共品供给方面

的权威和凝聚作用也在弱化，村级层面的集体行动面临困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3－2021

年，全国每年因公共工程老化、毁损等导致的耕地灌溉面积减少量占总耕地灌溉面积减少量的 24.23%①
。

同时，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层治理功能弱化等问题也制约着集体行动的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

的数据，2013－202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 9899万人，年均减贫 1237万人，贫困发生率年

均下降 1.3个百分点
②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减贫幅度达 70%③

，大大

缩小了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促进了农村的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高，不仅增

强了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也可能是解决农村集体行动失灵的关键路径。

现有关于包容性增长与集体行动的研究文献，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精准扶贫对包容性增长的经济效应。相关研究主要从经济增长和发展公平两个方面展开。从

经济增长方面看，精准扶贫能够直接帮助贫困户增加经济收入（李实，2021），间接提升其主观社会

地位并增强其村庄归属感，进而提升其主观福利（Sen，2014）；产业扶贫能够推动更多的人口就业，

从而为贫困人口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使贫困人口增收（尹志超和郭沛瑶，2021）；精准扶贫政策的

有效实施，可以有力地帮助贫困农户提升收入水平、摆脱绝对贫困状态（周强，2021a）。从发展公平

方面看，精准扶贫政策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降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ilber

and Son，2010）；以公共服务投资、金融信贷、就业扶贫等为代表的扶贫措施能够有效提高低收入农

户的福利水平，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促进农村公平（李实，2021）。

二是包容性增长的福利效应分析。相关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展开。从宏观方面看，包

容性增长既关注效率，也注重公平，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协调发展（张勋等，2019）。作为一种发展战

略，包容性增长是益贫式增长的扩展，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的福利，而且，在经济与政治

上更具有持续性（Briones，2015）。从微观方面看，包容性增长有利于降低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和弱势

群体面临的机会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程度（林万龙和米晶，2023），强调和重视民众平等地享有各种政

治、经济和社会权利（Sen，2014），从而可以促进低收入农户参与集体行动（Doumbia，2019）。包

容性增长能使低收入群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收益，过上有尊严的生活（Amponsah et al.，2023）。

三是在村级公共事物治理层面对农户集体行动失灵原因的分析。相关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家庭因素。家庭收入状况、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和所在村庄大姓人口占比，都会影响农户参与农村

集体行动的意愿（王丹利和陈斌开，2024）。二是组织因素。在中等规模的村庄，集体行动意愿更强

（Weimann et al.，2019）。村庄密度、社会信任与关系网络均对农户参与集体行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①
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的《中国水利统计年鉴（2022）》，相关网址为https://data.cnki.net/yearBook/

single?id=N2023110278。
②
资料来源：《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脱贫地区农民生活持续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

二十》，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210/t20221011_1889191.html。
③
资料来源：《5年脱贫6853万人，减贫幅度达70%》，https://www.gov.cn/xinwen/2018-10/17/content_53314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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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起华和朱玉春，2015）。三是制度因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受多种因素影响（林万龙和米晶，2023），

供求内容不匹配、供给方式不适当、供给机制过于单一、供给中“重建设轻管护”和“重县城轻乡村”

等问题，是农村公共服务供求失衡的主要表现（黄薇和曹杨，2022）。即使正式的问责制度不健全，

农户依然能够通过自组织形成非正式的规则和规范，促使政府履行公共义务（王丹利和陈斌开，2024）。

农村税费改革则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促进了农户参与集体行动（杨丹等，2023）。

四是包容性增长对集体行动的影响。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从宏观层面看，重视福

利改善的包容性制度不仅能够有效激励私人投资（Doumbia，2019），还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

现公共治理绩效的改善（Ali and Son，2007）。包容性增长能够有效促进机会公平，降低公共产品的

获取门槛，有效促进集体行动（周小亮和吴武林，2018）。从微观层面看，包容性增长能够最大限度

为劳动者创造就业和发展机会（张勋等，2019），有利于完善教育、环保等公共服务的供给，促成集

体行动（林万龙和米晶，2023）。包容性增长的内在要求是提高成员福利、促进均衡发展（Amponsah

et al.，2023），通过推动成员福利的增长及共享，可以促进利益分配的均衡，进而促进集体行动（Weimann

et al.，2019）。

现有文献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相关

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第一，现有文献主要分析了包容性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探讨

了影响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因素，但是，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从微观农户层面分析包容性

增长对集体行动影响的研究较少，也疏于探讨内部作用机制。第二，现有对包容性增长的测度主要集

中在宏观层面，且较多为综合指标，侧重于分析宏观经济包容性对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较少关注包

容性增长的微观测度指标及其影响农户行为的经济逻辑。第三，现有文献虽然对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产

生的影响进行了多方面分析，但主要关注增收、减贫等经济效应，较少关注农村地区环境面貌的改善、

贫困人口人力资本和社会地位的提升等间接的非经济效应。

那么，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家庭成员的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影响能否化解其参与公共事务面临的内

外部局限，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如果能，具体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构成

了本文的研究动机。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将收入公平和福利改善纳入

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整体分析框架，探析包容性增长对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同时，

从社会互动、人际信任、动员能力与和谐程度等方面深入分析相关作用机制，拓展包容性增长影响农

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研究边界。第二，基于广义Bonferroni曲线的测度框架，测算微观层面的

包容性增长水平，从低收入农户福利角度分析农村包容性增长的特征及其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

影响路径，在微观层面深化对广义Bonferroni曲线的运用。第三，从公共事物治理视角出发，在精准

扶贫政策实施背景下聚焦村庄层面，采用微观数据分析包容性增长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弥补

现有大部分研究仅使用省级或市级统计年鉴中的宏观数据而无法分析微观主体行为的不足。第四，创

新性地从非经济效应视角探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提高农户非经济福利的结果，拓展中国情景下解决集

体行动困境的理论边界。同时，以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为政策性工具变量，识别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

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因果关系，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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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分析包容性增长对农

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并从内驱和外推两方面分析具体的作用机制，进而提出相关研究假说。

（一）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理论分析

包容性增长包括收入公平和福利改善两个维度（张勋等，2019），能够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产生

直接影响。从收入公平方面看，包容性增长旨在通过消除外部环境的差异，保障所有人有公平的权利

参与经济增长并分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增长（黎蔺娴和边恕，2021），本质是促进公平，保障所有

经济主体尤其是穷人的公共福利（Kumar andMoharaj，2023）。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主要影

响因素是公共福利（苏毅清等，2020），公共品的公平供给往往直接决定了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

和水平（杜志雄等，2010）。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平等地分享公共福

利，进而促使其参与集体行动。从福利改善方面看，福利增长是合作的基础（王丹利和陈斌开，2024）。

在发展经济学视角下，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在于以包容的理念促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持续增进社会

福祉（Kvist，2020）。持续且稳定的发展前景能够增强农户对合作取得稳定收益的预期，进而促进农

户参与集体行动（Bardhan et al.，2007）。包容性增长能够促使农户通过公平合作有效提供区域公共产

品，应对区域的“市场失灵”和区域合作的“囚徒困境”，在提高农户效用的同时提高社会整体效用

（张志原等，2019），进而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因此，本文提出下述研究假说。

H1：包容性增长能够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二）包容性增长促使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内驱机制分析

内部资源调动是激活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个体的内生动力是经济行为的基础，决定了农民参与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包容性增长通过提高农户间的社会互助程度和人际信

任水平，增强农户内生发展动力，从内部驱动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具体来看，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互助和人际信任两个

方面。农村社区的社会互助程度能够体现农村公共事物治理的内在能力，是社区自治的基础（Briones，

2015），社会互助水平较高的社区往往能有效组织集体行动。包容性增长能够将更多个体纳入生产财

富的分配范围，切实改善贫困人群的生产生活条件（Doumbia，2019），提高农户间的互助水平。在

人口数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随着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升，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参与经济的机会会更

加公平，社会矛盾得以缓解（Aoyagi and Ganelli，2015），社会不平等现象趋于缓和，从而也会促进

不同收入水平农户之间的互助（赵学刚和林文轩，2017）。在熟人社会，邻里之间的社会互助是有效

动员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关键（王丹利和陈斌开，2024）。在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的村庄，

农户收入分化程度较低，村庄能够较为公平地分配相关资源，农户之间能够保持较高的社会互助水平，

社会互助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乐章和向楠，2020）。因此，本文提出相

应的研究假说。

H2：包容性增长可以提高农户间的社会互助水平，进而提升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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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的一个隐含前提是对贫困人口能力的尊重和信任，强调贫困人口能够且应该积极参与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不是作为被动的受助对象（张鹏龙等，2024）。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高会对

人们的社会心态产生积极作用，降低农户间的相互猜忌和不满，进而减轻农户对合作的排斥和不信任

（Amponsah et al.，2023）。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在解决公民共同面临的公共性问题时具

有促进共同合作、达成集体行动的重要作用（黎蔺娴和边恕，2021）。公共治理理论认为，人际信任

是集体行动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Ostrom，2005）。包容性增长会更多地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利益，降

低合作中的不稳定因素，提升农户的人际信任水平，进而有利于农户间开展大规模合作（陈荣卓和车

一頔，2022），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说。

H3：包容性增长可以提高农户的人际信任水平，进而提升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

（三）包容性增长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外推机制分析

个体行为嵌入在社会环境之中，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史恒通等，2018）。包容性增长通过

提高村庄的动员能力和和谐程度，能够改善村庄层面合作的基础，进而从外部推动农户参与非经济性

集体行动。

村庄动员能力指村庄管理组织为了实现既定目标而调动内部和外部资源的能力，是村庄处理公共

事务的基础（林万龙和米晶，2023）。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的村庄，农户收入水平较高、分配较为公

平，较容易将集体目标与农户利益紧密结合，进而增强村庄动员能力（黎蔺娴和边恕，2021）。动员

能力是个体合作意愿的重要外在驱动因素，可以增强个体的内驱力。这种影响在公共事物治理过程中

尤为明显（王亚华和舒全峰，2021）。组织支持理论认为，将组织目标和价值与动员对象的利益和信

念有机联系起来的社会动员（林万龙和米晶，2023），以及集体认同感的激发，可影响村民个体的行

为决策，引导个体做出有利于提升村庄社会福利的行为选择（Amponsah et al.，2023），进而增强农户

参与村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效能。因此，本文提出相关研究假说。

H4：包容性增长有助于提高村庄的动员能力，进而提升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

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的村庄，能够打破精英绝对支配的格局，满足中低收入农民在资源获取和分

配方面需要更多制度保障和社会支持的诉求（Molinas，1998），有利于增强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和谐

程度（侯麟科等，2020）。在一个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的村庄治理环境下，正式的治理主体并不排斥

非正式治理主体，而是会积极吸纳后者，并建构畅通的参与渠道、设立体系化的参与程序，从而提高

村庄内部的和谐程度（Doumbia，2019）。和谐的社会关系可以修正个人偏好，使个人行为具有利他

主义倾向，通过重塑农民的身份认同和形成环境利好认知（杨婵和贺小刚，2019），提高农民参与治

理家园的意愿，最终实现农村善治，有效促成村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章元等，2022）。基于上述研

究，本文提出相关研究假说。

H5：包容性增长有助于提高村庄的和谐程度，进而提高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

本文的研究逻辑如图 1所示。包容性增长通过内部驱动和外部推动两个机制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

性集体行动。本文尝试通过探讨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其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可行路径，进而

进一步归纳实现农村集体行动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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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包容性增长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逻辑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的数据包括公开的微观数据和手工整理的数据。公开的微观数据来自中国劳

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简称CLDS）数据库 2012年、2014年、2016年和

2018年的信息。CLDS数据库是第一个以劳动力为调查对象的全国性、综合性跟踪调查数据库，样本

区域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95%，能够真实反映中国农村家庭、村庄等多个层面的实际情况。该数据

库以劳动力的收入、教育、就业、社会活动等方面的现状和变迁为核心内容，采用多阶段、多层次、

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进行调查，数据包含本地农户收入、工作、社会活动等情况，契

合本文的研究目的。由于本文的考察对象为农户，故只保留了拥有农业户口的样本，处理后的总观测

值为 27060个。此外，手工整理的数据包括全国各省份贫困等级数据、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

织开展的 2019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数据。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根据Ostrom（2005）对集

体行动的阐释，本文关注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指不以营利为直接目标的集体行动。具体而言，以农户

是否参与村内公共工程（参与修建村庄庙宇或祠堂、学校、水利设施等）、村庄公共服务（参与邻居

或村庄范围内的公共活动）和村民自治（参与本村的选举投票活动）作为是否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的代理变量。



包容性增长能促使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吗

- 129 -

与以农户参与农民合作社为表征的经济性集体行动（杨丹等，2023）相比，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

体行动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这种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实际上是一种公共品性质的集体行动，关注的是

村庄公共福利，提供的是公共物品，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因此，“搭便车”问题较为严重。经济

性集体行动实际上是一种俱乐部产品性质的集体行动，关注小团体内部的福利，提供的是俱乐部产品，

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第二，具有俱乐部性质的经济性集体行动更多考虑的是俱乐部成员的经济福利，

成员经济效益最大化是其追求的目标；具有公共品性质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除了考虑经济效益外，还

会考虑精神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非经济效益，兼顾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的综合效益最大化是

其追求的主要目标。第三，对经济性集体行动而言，按照投入比例分享收益，不同农户因出资比例不

同而收益不同，进而可能出现富裕农户因出资比例较大而攫取普通农户利益的“精英俘获”现象。对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而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搭便车”问题，因为农户得到的收益相同，而付出的成

本不同，富裕农户出于提高声誉、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考虑会额外付出一定成本，以促成非经济性

集体行动。由于这种收益不具有排他性，从而可能会引发普通农户的“搭便车”行为。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包容性增长，主要用社会包容度指数测度
①
。现有关于包

容性增长的测度方法包括多维指标和单一指标两类。多维指标包括世界经济论坛在 1990年建立的人

类发展指数，该指数衡量了各国收入和非收入层面的发展情况。还有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成果共

享、社会机会公平、个人能力等方面构建的包容性增长指标体系，但这种指标构建方式的最大缺点是

在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时过于依赖主观判断，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学理论依据。单一指标从收入差距或收

入增长视角衡量包容性增长。例如，黎蔺娴和边恕（2021）认为，通过建立增长关联曲线，可以直观

描绘经济增长中的不平等现象。Silber and Son（2010）则通过广义Bonferroni曲线衡量包容性增长，

广义Bonferroni曲线的优点是能够较好地关注到低收入群体
②
。

借鉴Ali and Son（2007）的研究，本文将包容性增长理解为机会均等的增长，即通过包容性的制

度安排实现增长效益的大众共享。在这一范畴下，广义Bonferroni曲线给出了较为有效的包容性增长

①
该测度方法的优点在于：第一，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整体收入的变动情况。该方法的最大优势是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

变化更敏感，而中国低收入人群比例高，这使广义Bonferroni曲线更加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也能体现

对低收入群体更多关注的包容性思想。第二，比较容易量化和测度。收入是和居民生活最贴近的经济变量，可以从生活

水平、福利、社会发展等多个角度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收入数据具有良好的量化特性，而福利、社会发展等指标

则有一定的模糊性，测度误差较大。第三，采用单一指标测度，具有简洁、直观、易操作的优点。

②
选取该测度方法的原因在于该指标有如下特性：一是尺度不变性，即全部社会成员同时乘以或除以同一个数，曲线不

发生变化；二是单调性，即随着经济正向增长，函数值也随之增加，即该函数是单调非减的；三是弱转移性，即当收入

由低收入人群向高收入人群进行任意一次转移时，会使得不平等程度上升，经济增长包容度下降；四是广义Bonferroni

曲线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变化情况，该曲线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变化更加敏感，有利于反映贫困人群参与经济机

会的社会公平度与经济增长的包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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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度方法（徐强和陶侃，2017）。基于广义Bonferroni曲线的测度框架（Silber and Son，2010）计

算的社会包容度指数，通过计算包容性增长框架下每个人能获得的包容性增长量与全部社会成员的人

均收入之比得到，取值范围为 0～1。取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制度与分配结构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越低，

反之则越高。当社会包容度指数为 1时，全社会的财富被平均分配，个体之间不存在收入差异且能获

得同等效用的社会福利，此时包容性增长达到理想状态。

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题，Bonferroni曲线被定义为：相应累积人口比例下，收入分布中累积人口
①
的

收入均值与总体均值之比，具体的测度方式为：

( ) pB p



 （1）

（1）式中： 为社会总体的收入均值， p 为第 p分位数下累积人口的收入均值。定义农户

Bonferroni指数B为农户家庭收入Bonferroni曲线、纵轴和 ( )B p =1所围成的面积，计算公式为：

1

0
1 ( )B B p dp   （2）

考虑到 Bonferroni曲线可能存在截面交叉现象，从而使跨区比较失效，故本文将平均收入引入

Bonferroni曲线，得到广义Bonferroni曲线。广义Bonferroni指数 GB 计算公式如下：

1

0
1 ( )GB B B p dp        （3）

进一步，借鉴 Sen（2014）的研究，基于广义Bonferroni曲线定义广义Bonferroni指数 y

为社会

中每人所能获得的收入水平：

 1 Gy B B 

    （4）

由此可知，广义Bonferroni指数 y

是由广义Bonferroni曲线、直线 ( )B p =1和坐标轴所围成图形

的面积。此外，依据古典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的分解方法，本文将广义Bonferroni指数 y

分解为社

会包容度指数 与人均收入 y的乘积。社会包容度指数 可表示为：

y
y




 （5）

由此可知， ∈[0, 1]。社会包容度指数越小，包容性增长的水平就越低。借鉴徐强和陶侃（2017）

的研究，本文将社会包容度指数作为包容性增长的代理变量。该变量既包含了社会不平等的部分，也

包含了经济增长的部分，是度量包容性增长的有效方式。

①
此处的累积人口指某一收入分位数水平下所累积的全部人口数量。例如，25%分位数收入水平下的累积人口指收入水平

在0～25%的全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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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份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
①
显示，全国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均值为 0.406，各省份包容性增

长水平总体波动较小。北京市、广东省、浙江省等发达省份，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等欠发达省份的包容性增长水平位于均值以上。可能的原因在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

利水平以及共享水平较高，从而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欠发达地区受精准扶贫等帮扶政策的影响，包

容性增长水平也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游的湖北省、河南省、江西省等省份的包容性增长水平处

于均值以下，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主要由区域内富裕地区带动，内部发展差距较大，

从而包容性增长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工具变量。本文以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村庄脱贫程度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

量。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属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变量，其实施和推进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决策，对农户而言

是外生的，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要求（李玉山等，2021）。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作为工具变量的逻辑在

于：精准扶贫政策针对性地将政策重点聚焦于农村贫困人口，中央、省、市、县等各级政府从财政转

移支付、税收减免、专项扶贫贴息等方面对这部分群体予以扶持（周强，2021b），极大缓解了贫困人

口的贫困状况，缩小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提高了农村包容性增长水平。但是，直接以精准扶贫政策

实施为工具变量仍存在不足：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会造成估计标准差较大、估计效率较低等问题（陈斌开和李银银，2020）。为使实证分析更完善，本

文进一步以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村庄脱贫程度的交乘项为工具变量。

参考周强（2021b）的研究，本文将 2015年作为精准扶贫政策冲击的时间点，选取这一时间点的

原因在于：第一，中央虽在 2013－2014年就提出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但从政策提出到实际落地执行

仍需要一定时间。根据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等部门印发的《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

2014年各省（区、市）的主要任务是对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完成对贫困户的识别工作。建档立卡是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前提，只有实现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才能使精准扶贫相关帮扶措施在后续的扶

贫项目安排、资金使用、帮扶措施、帮扶责任人和脱贫考核中精准发挥作用。因此，在建档立卡完成

前，具体帮扶工作大多尚未全面启动。第二，从建档立卡的实施历程看，首轮建档立卡和扶贫对象基

础信息采集工作于 2014年 10月底完成。然而，在政策实施初期，面临着识别不精准、扶持不精准等

诸多困难，实施效果并不好。因此，在首轮建档立卡实施的基础上，2015年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办公室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进一步提高了贫困户识别精准度，也大幅提升了精准扶贫政

策因人施策的准确性。同时，为了进一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效应，本文从经济状况（是

否为原贫困户）、扶贫区域（区域内是否有原国家级贫困县）和扶贫效果（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综合评

价）三个方面分析不同场景下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差异化影响。

4.机制变量。为了解释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作用机制，本文以农户层面

的社会互助（农户之间是否有互助行为）、人际信任（本村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村庄层面的动员

能力（本村是否组织过以本地居民为主要参与者的文化或节庆活动）、和谐程度（村民之间的关系和

①
篇幅所限，具体结果详见《中国农村观察》网站（zgncgc.ajcass.com）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中的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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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程度）为机制变量。

5.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

户主特征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学历和健康水平，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成员是否有人是少数民族、家

庭规模、家庭收入、家庭支出；村庄特征包括村庄规模、村庄收入、村庄收入差距。

相关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测度 观测值数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农户是否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至少参与了一种

类型的集体行动=1，未参与任何一种类型的集体行

动=0

27060 0.473 0 1

包容性增长 基于广义Bonferroni曲线测度的社会包容度指数 27060 0.406 0.136 1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 根据样本调查时间划分：2015年之前=1，2015年及

之后=0

27060 0.506 0 1

村庄脱贫程度 非贫困家庭数占该村家庭总数的比例（%） 27060 0.703 0.396 1

社会互助 您与本村其他居民有互助吗：非常多=5，比较多=4，

一般=3，比较少=2，非常少=1

16959 3.606 1 5

人际信任 您对本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信任吗：非常信

任=5，比较信任=4，一般=3，不太信任=2，非常不

信任=1

16960 3.869 1 5

村庄动员能力 本村有没有组织以本地居民为主要参与者的文化或

节庆活动：有且定期举行=3，偶尔有但不定期=2，

没有=1

5376 1.893 1 3

村庄和谐程度 村民之间的关系和谐程度：非常高=5，比较高=4，

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26363 3.981 2 5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岁） 27060 51.879 15 91

户主性别 户主性别：男=1，女=0 27060 0.918 0 1

户主学历 大专及以上=4，高中、中专、职高=3，初中=2，小

学及以下=1，未上学=0

27060 1.660 0 4

户主健康水平 非常不健康=5，比较不健康=4，一般=3，健康=2，

非常健康=1

27060 2.322 1 5

少数民族 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少数民族成员：是=1，否=0 27060 0.124 0 1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人） 27060 4.231 1 20

土地经营面积 家庭经营的土地面积，包括耕地、林地、牧场、水

塘在内的所有土地类型（亩）

26646 7.917 0 4088

家庭收入 家庭年总收入（万元） 27060 2.912 0 21.156

家庭支出 家庭年总支出（万元） 26937 2.842 0.039 20.292

经济状况 家庭是否是原贫困户：是=1，否=0 10362 0.157 0 1

村庄规模 村庄总户数（百户） 26614 8.502 0.560 534.590

村庄收入 村庄人均年收入（万元） 26227 0.348 0 8.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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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村庄收入差距 采用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测度 27060 0.198 0 0.507

农户主观福利 农户幸福水平：非常幸福=5，幸福=4，不清楚=3，

不幸福=2，非常不幸福=1

13014 3.675 1 5

扶贫效果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综合评价情况：好=1，其他=0 27060 0.367 0 1

注：①表中涉及货币的变量（家庭收入、家庭支出和村庄收入）均以 201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②扶贫效果为手工

整理变量，赋值依据主要参考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开展的 2019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相关资料来自《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对 2019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https://www.gov.cn/zheng

ce/zhengceku/2020-05/08/content_5509889.htm）。考核结果显示，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安徽省、江西省、湖

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综合评价为“好”。

③对村庄规模而言，如果以户为单位，与其他变量的数值差距较大，而且在表5的异质性回归中几个主要变量的回归系

数值均为0.000，因此，这里以百户作为单位。

（三）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为探究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0 1 2it it it i t itY X L           （6）

（6）式中：i代表农户，t代表年份， itY 代表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itX 表示包容性增长， itL 代

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i 为农户固定效应， t 为年份固定效应， it 为随机扰动项， 0 为常数项， 1 衡

量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 2 为控制变量估计系数。

2.机制检验模型。本文参考陈梅和李磊（2021）的研究，构建如下作用机制检验模型：

0 3 4it it it i t itM X L           （7）

0 5 6it it it i t itY M L           （8）

（7）式和（8）式中： itM 表示包容性增长影响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机制变量，包括社会互助、

人际信任、村庄动员能力与村庄和谐程度； 3 是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衡量包容性增长对机制变

量的影响； 5 衡量机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4 和 6 为控制变量估计系数； it 和 it 为随机扰

动项；其他变量和参数含义与（6）式一致。

四、实证结果

（一）包容性增长与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特征化事实

为考察包容性增长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变化趋势及演变规律，本文将从收入等级
①
和分仓散点

①
收入等级依据家庭收入在全国农户收入中的相对位置进行划分，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将全部样本均分为五等份，

处于最低20%的收入家庭为低收入组，其余依次为中等偏下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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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两个角度分析包容性增长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特征化事实。

从不同收入等级下包容性增长与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演变趋势可以看出，随着收入水平

的提高，农户包容性增长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则呈快速上升然后缓慢下

降趋势
①
。这说明，农户收入等级越高，包容性增长水平与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比例也更高。

可能的原因在于，收入等级高的农户，资源禀赋较好，有能力参与涉及公共事物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在收入位于中等偏下收入组时，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比例最高，可能的原因在于，这部分农

户没有处于完全贫困状态，具备一定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但又无法独立支撑自身的快速发展，仍

需通过合作获取充分的发展资源，从而能够保持较高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水平。

为分析包容性增长与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演变规律，本文绘制了分仓散点图
②
。由于非

经济性集体行动为 0-1变量，采用普通散点图会导致因变量密集分布于 0和 1两个区域，难以看出变

量间的关系。分仓散点图通过分组聚类方法可以减少散点数量，既能清晰刻画变量间关系，又能保证

散点图的分布格局与总体分布相似、拟合曲线斜率不变。由分仓散点图可知，包容性增长与农户参与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高，农户更愿意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二）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

1.基准回归。本文首先基于 2012年、2014年、2016年和 2018年的数据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分析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2。由表 2（1）列回归结果可知，

包容性增长显著提高了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由表 2（2）列和（3）列回归结果可知，

在控制个体、家庭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后，包容性增长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依然显著，包容

性增长水平越强，农户越愿意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假说H1得证。

表 2 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1） （2）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包容性增长 0.271*** 0.085 0.178** 0.081 0.573* 0.304

户主年龄 0.006*** 0.001 0.006*** 0.001

户主性别 −0.181*** 0.029 −0.172*** 0.030

户主学历 −0.192*** 0.012 −0.192*** 0.014

户主健康水平 0.072** 0.008 0.072*** 0.008

少数民族 −0.027 0.040 −0.037 0.041

家庭规模 0.005 0.007 0.005 0.007

家庭收入 0.002 0.002 0.002 0.002

家庭支出 −0.003* 0.002 −0.003* 0.002

①
篇幅所限，具体结果详见《中国农村观察》网站（zgncgc.ajcass.com）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图 1。

②
篇幅所限，具体结果详见《中国农村观察》网站（zgncgc.ajcass.com）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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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村庄规模 0.000** 0.000

村庄收入 −0.002 0.004

村庄收入差距 0.477 0.349

常数项 0.381*** 0.035 0.414*** 0.084 0.137 0.208

农户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004 0.132 0.131

观测值数 27060 26937 26051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聚类到农户层面的标准误。

2.内生性处理。基准回归得出了包容性增长会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结论，但实证分

析中可能存在以下内生性问题：一是包容性增长与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

关系。包容性增长会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但农户也可能会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获取公共资

源从而提高收入，进而提升包容性增长水平。二是农户包容性增长水平往往与当地文化、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相关，可能造成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而，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双向因果

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以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村庄脱贫程度、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村庄脱贫程度的交乘项为工具变

量。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包容性增长的相关性通过第一阶段回归中的 F值和平行趋势检验
①
展示。根

据表 3，第一阶段回归的 F值为 2920.560，大于经验法则临界值 10，说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假设。

为检验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本文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研究期内各年份个体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解

释变量，将包容性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根据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在实施精准扶

贫政策前，交互项不显著且系数为负；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2015年）后，交互项显著且系数为正。

这说明，与没有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控制组农户相比，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处理组农户的包容性增长

水平持续上升，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对处理组农户包容性增长有正向影响。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假设。

表 3 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内生性处理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包容性增长 被解释变量：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一阶段结果 二阶段结果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 0.012*** 0.002
村庄脱贫程度 0.013*** 0.005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村庄脱贫程度 −0.015*** 0.003
包容性增长 15.695** 6.252

常数项 0.621*** 0.005

①
篇幅所限，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详见《中国农村观察》网站（zgncgc.ajcass.com）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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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农户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AndersonCanon.Corr. LM统计量 22.267

[0.000]

Cragg-DonaldWald F统计量 11.145

Hansen J统计量 0.543

[0.461]

第一阶段F值 2920.560

R2 0.929 −0.179

观测值数 26051 11727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圆括号中展示的是稳健标准误，方括号内为相应统计量的p值。

表 3利用Hansen J统计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Hansen J统计量对应的 p值大于 0.1，过度识别检验

不能在10%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为外生的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是严格外生的。Anderson Canon.

Corr. LM统计量为 22.267，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识别不足的原假设，Cragg-DonaldWald F统计

量为 11.145，大于 Stock-Yogo弱工具变量识别检验的临界值 8.75。以上统计检验共同说明了本文工具

变量的合理性。由表 3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知，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对包容性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第

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包容性增长变量均显著，说明在纠正内生性问题后，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

经济性集体行动有显著正向影响。

3.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调整样本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 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子样本回归

（1） （2）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村庄收入差距 −0.162* 0.097
农户主观福利 0.017** 0.008
包容性增长 0.619* 0.361

常数项 0.499*** 0.083 0.218** 0.111 0.218 0.24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农户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130 0.074 0.125

观测值数 25051 12364 20946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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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方面：由于包容性增长包含公平和增长两个维度，本文将包容性增长拆分成

这两个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利用村庄收入差距测度公平维度。社会发展的目标不仅是物质财富增长，

更是人民群众主观福利水平的提升，主观福利指标比传统经济福利指标更能体现群众对社会发展的直

观感受（Silber and Son，2010），因而本文用主观福利测度增长维度。表 4（1）列回归结果表明，村

庄收入差距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表 4（2）列回归结果表明，主观福利水

平越高，农户越愿意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公平和增长两个维度的分析均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

健的。在调整样本方面，根据本文附录的附图 2，位于中等偏下收入组的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的水平最高，与其他收入组具有明显差异。这部分农户可能会干扰研究结论，本文用剔除这部分群体

后的子样本重新回归，结果如表 4（3）列所示。可以发现，包容性增长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

性集体行动。表 4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基准回归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

4.异质性分析。本文采用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土地经营面积和村庄规模 4个变量分别与包容性

增长交乘，分析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 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1） （2） （3）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包容性增长×家庭收入 −0.039*** 0.010
包容性增长×家庭规模 0.032* 0.016
包容性增长×土地经营面积 0.005*** 0.001
包容性增长×村庄规模 −0.024*** 0.004
包容性增长 1.171*** 0.142 0.838*** 0.147 0.903*** 0.133 1.315*** 0.142
家庭收入 0.024*** 0.004
家庭规模 −0.011 0.007
土地经营面积 −0.001*** 0.000
村庄规模 0.010*** 0.002

常数项 −0.216** 0.093 −0.061 0.093 −0.088 0.090 −0.295*** 0.09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农户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114 0.115 0.115 0.114

观测值数 26051 26051 25684 26051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

由表 5（1）列和（4）列可知，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村庄规模的扩大，包容性增长对农户

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促进作用不断削弱，表明包容性增长更能促进低收入和小规模村庄的农户参

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由表 5（2）列和（3）列可知，随着家庭规模和经营面积的扩大，包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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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表明包容性增长更能促进家庭规模和经营面积较

大的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三）包容性增长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机制

为进一步研究包容性增长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基于前文理论分析，

本文从内驱和外推两个方面分析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机制。

1.内驱机制检验。由表 6（1）列可知，包容性增长对社会互助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村包容性

增长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农户间的互助水平。由表 6（2）列可知，社会互助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互助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农户间的隔阂，促进其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假

说H2得证。由表 6（3）列可知，包容性增长对人际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农村包容性增长水平

的提升可以提高农户间的信任水平。由表 6（4）列可知，人际信任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有显著正向影

响，农户间人际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其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假说H3得证。

表 6 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内驱机制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社会互助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人际信任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包容性增长 0.851*** 0.232 0.448** 0.220

社会互助 0.045*** 0.003

人际信任 0.042*** 0.004

常数项 3.394*** 0.248 0.237*** 0.025 3.509*** 0.235 0.253*** 0.02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农户固定效应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015 0.052 0.014 0.056

观测值数 16142 16142 16143 16143

注：①***和**分别表示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

从内驱机制看，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强农户的社会互动和人际信任水平，促进农户参与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2.外推机制检验。由表 7（1）列可知，包容性增长对动员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由表 7（2）可知，

村庄动员能力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动员能力较强的村庄能够激发

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热情，进而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假说H4得证。由表 7（3）

列可知，包容性增长对村庄和谐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由表 7（4）列可知，村庄和谐程度对非经济性

集体行动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村庄和谐程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集体行动的协调成本，

进而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假说H5得证。由表 7的结果可知，从村庄层面看，包容性增

长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村庄的动员能力与和谐程度，为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提供必要的组织基础，保障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有效达成，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包容性增长能促使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吗

- 139 -

表 7 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外推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动员能力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和谐程度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包容性增长 6.510*** 1.076 0.442** 0.192
村庄动员能力 0.018** 0.009
村庄和谐程度 0.014*** 0.004

常数项 −1.397** 0.695 0.494 0.060 3.715*** 0.131 0.466*** 0.03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农户固定效应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478 0.192 0.009 0.115

观测值数 5149 5149 25858 25858

注：①***和**分别表示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

五、进一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效应

为进一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在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非经济效应，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

文从经济状况、扶贫区域
①
和扶贫效果三个方面，探究不同贫困水平下包容性增长对农户非经济性集

体行动的差异化影响。本文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主要体现在公共工程、公共服务和村民自治等方面，

精准扶贫的非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乡风文明建设、基层公共治理等方面，两者存在一致性。因此，通

过从经济状况、扶贫区域和扶贫效果三个方面探讨不同扶贫场景下包容性增长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

影响，相当于间接评估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效应。

为进一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效应，本文构建了经济状况、扶贫区域、扶贫效果与包

容性增长的交互项，分析不同场景下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由于上述三个

变量均为离散变量，直接与包容性增长交互并进行线性回归会使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存在偏

误。参照Hainmueller et al.（2018）计算交互项边际效应的方法，本文利用核估计测算交互项对非经济

性集体行动的边际影响，并绘制了边际效应图。

（一）基于个体异质性的分析

图 2展示了基于经济状况与包容性增长交互项的边际效应。由图 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无论是对原贫困户还是对非贫困户而言，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际

①
扶贫区域根据所在地区有无原国家级贫困县进行划分。非扶贫区域指所在区域无原国家级贫困县，包括北京市、天津

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辽宁省。扶贫区域指所在区域有原国家级贫困县的地区，包

括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海南省、江西省、河南省、河北省、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

湖南省、四川省、重庆市、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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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均为正，表明包容性增长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

第二，包容性增长对原贫困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际效应曲线的斜率明显高于非贫困户，包容

性增长对原贫困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际影响更大，表明原贫困户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对包容

性增长的反应更敏感。可能的原因在于，原贫困户不是不愿意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而是自身较为

薄弱的资源禀赋限制了其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包容性增长能够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增强其物质基

础，进而激发其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意愿。

第三，由于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包容性增长水平，同等帮扶力度下包容性增长更能推

动原贫困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边
际
效
应

边
际
效
应

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

（a）经济状况 （b）非贫困户

图2 经济状况和包容性增长交互项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边际效应

注：图中实线为包容性增长对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边际影响的估计值，虚线表示 95%的置信区间。

（二）基于区域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从是否为扶贫区域出发，分析包容性增长对不同扶贫区域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异质

性影响。图 3展示了基于扶贫区域与包容性增长交互项的边际效应。由图 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无论是对扶贫区域还是对非扶贫区域而言，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

际影响均为正，表明包容性增长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

第二，包容性增长对扶贫区域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际效应曲线的斜率明显高于非扶贫

区域，包容性增长对扶贫区域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际影响更大，表明扶贫区域农户的非经

济性集体行动参与对包容性增长的反应更敏感。可能的原因在于，扶贫区域发展水平有限，对非经济

性集体行动的投入水平较低，难以保障大规模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有序实现。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提

高了农户的包容性增长水平，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强农户的内生动力，从而快速推动农户达

成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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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际
效
应

边
际
效
应

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

（a）扶贫区域 （b）非扶贫区域

图3 扶贫区域和包容性增长交互项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边际效应

注：图中实线为包容性增长对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边际影响的估计值，虚线表示 95%的置信区间。

（三）基于效果异质性的分析

图 4展示了基于扶贫效果与包容性增长交互项的边际效应。由图 4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无论是扶贫效果是好还是其他，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际影响均为

正，表明包容性增长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

第二，包容性增长影响扶贫效果好的省份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际效应曲线的斜率明显

高于其他省份，表明扶贫效果好的省份农户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对包容性增长的反应更敏感。可能的

原因在于，在扶贫效果好的省份，扶贫政策有效提升了低收入农户的福利水平，农户之间资源禀赋差

距较小，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在解决涉及公共福利的集体问题时更易达成共识且具备较为丰富的合

作基础，从而更能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边
际
效
应

边
际
效
应

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

（a）扶贫效果评估为好 （b）其他

图4 扶贫效果和包容性增长交互项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边际效应

注：图中实线为包容性增长对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边际影响的估计值，虚线表示 95%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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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不仅促进了农村的包容性增长，也有利于打造农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首先，本文构建了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基于具有全国

代表性的CLDS数据库 2012年、2014年、2016年和 2018年的调查数据，描述了相关特征化事实；

再次，通过工具变量法，识别出两者的因果效应并探讨具体的影响机制；最后，分析了精准扶贫政策

实施的非经济效应。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包容性增长可以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通

过替换解释变量和子样本回归方式进行的稳健性检验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第二，异质性

分析表明，家庭收入水平越低、成员数量越多、经营面积越大、村庄规模越小，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

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促进作用越大。第三，从内驱机制看，包容性增长有利于提升农户互助水平和

人际信任程度，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从外推机制看，包容性增长有利于提高村庄的动员

能力与和谐程度，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第四，包容性增长更有利于推动原贫困户、扶贫

区域和扶贫效果好的地区的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持续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在过渡期继续实施帮扶政策，让低收入农户形成可持续的增收路径和均衡发展模式，

进一步提高低收入农户福利水平。第二，基层政府可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等参与农村发展项目，并为

其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缩小农村发展差距，提高包容性增长水平。第三，基层政府

也可通过构建“村委会+村民小组+互助小组”的农村互助机制，提高农户间互助水平。通过派遣驻村

调解员、驻村律师等方式加强基层人才建设，及时化解农户内部矛盾，提高农户间人际信任水平，提

升村庄公共事物治理效率。第四，村庄可通过确立团结友爱的村规民约，保障低收入农户在非经济性

集体行动中的合法权益，提高村庄动员能力，强化村组织与个体之间的联系，促进信息共享，提升村

庄和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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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Inclusive Growth Encourage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Non-economic
CollectiveActions? Discussion on the Non-economic Effects of China’s

Targeted PovertyAllevi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LIUHai YANGDan LIU Zimin ZHANGYuan

Abstract: Good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inclusive growth but also solve the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creating a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co-building, co-governing, and sharing public affair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that examines how inclusive growth affects non-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Based on the China Labor

Dynamics Survey (CLDS) data, the study uses the Generalized Bonferroni Curve measurement framework to assess the level of

inclusive growth. It employs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to identify the causal effect and its

mechanism between inclusive growth and non-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The study also explores the non-economic effects of

implement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individual poverty, regional povert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inclusive growth promotes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non-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For farmers, the lower the household income, the larger the family size, the greater the operational area, and the

smaller the village size, the stronger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inclusive growth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non-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Second, inclusive growth enhances the level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among farmers,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 mobilization capacity and harmony of villages, and promoting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non-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Thi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not only helps improving the inclusive growth levels but

also has non-economic effects. Moreover, inclusive growth is mo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participation in non-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original poverty households, poverty alleviation regions, and provinces with good

poverty alleviation outcomes.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logic and micro-evidence on how inclusive growth affects

non-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offering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governments to formulate policies that promote inclusive growth

and village public goods governance.

Keywords:Governance of PublicAffairs; InclusiveGrowth;CollectiveAction;Non-economic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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